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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关于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等必备要素的相关陈述应有侧重地作必要的细化，避免新内容反映不够充分以及内容过于空泛造成摘要的独立性和自含性不足】
摘要：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平台型企业，为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越轨超越”提供了新的契机，但目前对平台型企业在数字化背景下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机制和影响因素等均缺乏关注和深入研究。鉴于此，采用组态视角探讨影响平台型企业进行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组合对颠覆性创新成败的影响路径。首先从技术管理视角给出平台型企业的定义，即基于信息技术构建公共技术架构或模块系统，通过连接不同参与者以及整合各种资源，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多方参与、互惠共生的商业模式。接然后，产品平台企业为对象，根据上述定义选定32家中国上市企业，通过收集2017－2021年的企业公开信息、年度报告以及专利信息作为原始数据，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跨界知识搜寻能力是平台型企业实现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必要条件。（2）政府补助强度对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影响较小。（3）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高合作广度是影响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的核心条件，而数字化程度对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有影响，但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质量影响不大。（4）数字化有助于企业发现更多跨界颠覆性创新机会，但要提高跨界颠覆性创新的质量仍需要加强跨界知识搜寻能力以及企业间的广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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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ross-boundary knowledge search capability is essential for platform-based enterprises to achieve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se enterprises can achieve a high quantity of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rough two configurational paths, including “deep cooperation-led cross-boundary search with broad cooperation auxiliary (configuration H1)" and "cross-boundary search with digitalization-led broad cooperation auxiliary (configuration H2)". Moreover, high-quality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two configurational paths: "cross-boundary search and broad cooperation-led (configuration H3)" and "cross-boundary search and broad cooperation-led with deep cooperation auxiliary (configuration H4)".These findings identify the configurational factors supporting high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platform-based enterprises. This study enhanc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antecedents influencing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extends the application context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ory,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platform-based enterprises.
Disruptive innovation is a crucial pathway for Chinese companies to address foreign technology blockades and achieve leapfrogging, hence it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not only disrupts traditional modes of value creation but also blurs industry boundaries. Cross-industry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have led to a proliferation of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platform-based enterprises. However, existing disruptive innovation theories primarily focus on low-end and high-end disruptions,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Platform-based enterprises, as important drivers of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re influenced by various key factors that impact their pursuit of such innovation and the interplay among these factors, necessitating further explor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employs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method to analyze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generating high levels of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conduct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ultiple factors and outcomes. Through reverse thinking, the study traces the configurational causes from the outcome of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to identify key factors and underst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them. First,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selects boundary spanning search capability,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capability (breadth and depth of collaboration), and level of digitization as internal factors, and government subsidy intensity as an external factor and construct a model for platform-based enterprises. Second, the data from 32 listed companies, including their public information and annual reports from 2017 to 2021 are collected. Python programming and Excel are used for data processing. FsQCA method is then applied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of the antecedent condi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cross-boundary knowledge search capability is necessary for platform-based enterprises to achieve high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novation. (2) The intensity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has a relatively small impact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3) High cross-border knowledge search capability and high cooperation breadth are the core condition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novation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while the degree of digitization has an impact on the quantity of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novation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has little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novation. (4) Digitalization helps enterprises discover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ross-boundary disruptive innovation, bu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uch innovation still requires enhancing cross-boundary knowledge search capabilities and widening the cooperation amo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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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国在机床、芯片、工业软件及操作系统等诸多核心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的困境，而颠覆性创新是应对国外技术封锁，实现“越轨超车”的重要途径之一[1]。加大对颠覆性技术的研发已成为国家层面的创新战略，因此，探究如何更好地促进企业开展颠覆性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传统的颠覆性创新理论重点研究了同行业的低端颠覆与高端颠覆[2]，较少涉及跨界颠覆性创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及其对传统产业竞争规则形成的颠覆性影响，跨界颠覆性创新开始引发学术界的兴趣，一些学者如张骁等[3]、张光宇等[4]、王雪原等[5]探讨了互联网时代跨界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制，分析了不同情境制造企业跨界技术创新行为与作用逻辑，但是这些成果尚未关注数字化平台这一特定研究对象。近年来，手机作为典型的数字化产品平台，其独特的创新范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平台本质上是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构建的公共技术架构和互补性模块系统，通过模块接入实现功能的多样化，以此连接不同需求的消费者。平台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企业的特点，其以数字技术为底层和支撑，以数据作为驱动力。平台拥有的大规模用户资源、跨市场网络效应、高度的模块化设计等优势使其可以方便地通过跨界创新颠覆传统产业，如手机制造商通过手机平台的跨界创新颠覆了传统的音乐播放器MP3、照相机、掌上电脑、导航仪等。但关于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内在机制仍然是理论“黑箱”。平台型企业是数字经济时代跨界颠覆性创新的重要载体，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影响其进行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关键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组合对颠覆性创新成败的影响路径。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1.1 跨界颠覆性创新的理论研究进展
技术创新具有行业相对性，一个行业的既有技术可能对其他行业产生颠覆性效应[7]。传统的颠覆性创新理论主要关注同行业的颠覆性创新现象，而有关跨界颠覆性创新的研究近几年才刚刚兴起。本研究中的“跨界”指跨越行业边界，即组织借鉴并运用行业外的知识或技术开展创新，最终对行业内或者行业外市场主导者的竞争地位造成颠覆性影响的创新行为。有关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形成过程。基于传统的颠覆性创新演进机制，有学者探讨了跨界颠覆性创新的低端侵蚀机理、在位者创新窘境以及整体价值涌现机制[6]；还有学者从理论上分析了组织跨界颠覆性创新过程包含的3个时序阶段[7]。
二是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因素。颠覆性创新属于企业战略层面的决策，市场导向和战略选择是影响跨界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因素，主流市场导向和多元化战略可能会抑制跨界颠覆性创新，边缘市场导向和多元化战略有助于促进此类创新，而战略选择在其中具有调节作用[8]。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需要深入组织身份层面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并且跨界经营和颠覆性创新技术的采纳也需要进行组织身份的变革和重新定义[9]。后发企业通过跨界技术并购开展颠覆性创新时也可能会受到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10]。
三是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张庆普等[6]较早关注到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提出了“跨界整合式颠覆性创新”概念，并通过案例分析了其形成过程及颠覆性机会识别。后续有研究指出模块化数字平台有利于颠覆性创新的产生[11]，也有研究探讨了跨界网络治理驱动平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演进过程以及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扩散过程[12]。此外，荣帅等[13]、周洋等[14]分别检验了跨市场网络效应、市场导向对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还有学者揭示了模块化数字平台赋能企业颠覆性创新的作用机制[15]。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平台型企业可以通过利用数字化信息、技术来识别创新机会[16]，平台型企业拥有的大规模用户资源、跨市场网络效应以及先进的创新模式均有利于提高其跨界产品的创新程度[13]。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于跨界颠覆性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形成过程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方法多采用案例研究，但仍存在一些缺口：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对数字化背景下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关注不够。在非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企业很少有机会开展跨界颠覆性创新，数字经济给传统的组织模式带来了挑战。从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看，平台将不仅仅局限于数字化交易平台，许多传统企业可以通过数字赋能构造产品平台并以此开展创新，产品平台将成为常态化产业组织形式，并为中国产业技术创新的“越轨超越”提供新的契机。其次，对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形成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已有文献更多关注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演进和扩散过程，鲜有关注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前因，尚未揭示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机制。第三，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或者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来检验线性因果关系，虽为考察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无法解决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组态的等效性和因果的非对称性等复杂问题。为此，本研究拟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将多个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分析，通过反向思考，从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这一结果向产生的组态原因追溯，识别关键因素，并了解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bookmark: _Hlk116317218]1.2  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模型的构建
关于前因变量的选择，我们基于以下考虑：首先，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平台型企业的兴起，平台基于数字技术和模块化设计连接了众多参与者（包括在位企业、跨界颠覆者、互补产品提供商、供应商、客户、投资者和政府等），进而形成创新网络[17]。平台型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通常是企业与其他组织及个人共同组成的创新联合体进行的一种突破性技术创新活动[18]。因此，从理论上看，与平台创新网络中其他创新参与者之间的协同合作对于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其次，根据Sofka等[19]、Ahuja等[20]的观点，基于企业的资源观，异质性和互补性知识是颠覆性创新的基础，而广泛的跨界知识搜寻是企业识别并获取外部有价值知识、扩大自身眼界、激发新思想和创意的主要途径。企业通过整合跨界知识，可以突破技术的局限性并提升创新能力[21]。因此，研究平台型企业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极为必要。
第三，模块化和数字化是平台的重要特征，平台型企业突出的竞争优势是拥有的大规模用户资源和基于用户数据资源的开发和服务能力[13]。创新的本质是发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方式，海量数据构成的数据要素赋予了平台型企业独特的资源优势。而平台型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关系到能否将大规模数据资源转化为实现颠覆性创新的能力。
最后，政府政策构成影响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政府对企业的影响主要通过营造友好的营商环境和增加资金投入[22]。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所有企业都是必要条件，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为企业运营提供了便利、降低了成本，这一点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政府补贴对创新激励效应的影响则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财政补贴对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应（如吴金光等[23]），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财政补贴对创新绩效的机制存在适度的区间（如王宏鹏等[24]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二者是倒“U”型的关系（如刘子諝等[25]）。因此，在外部因素方面，本研究拟考察政府补助对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采用组态方法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研究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其中内部因素重点关注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协同合作能力和数字化程度3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考察政府补助对于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通过识别各种因素的路径组合，探究各路径中每个条件的作用及其在整体路径中的贡献。
（1） 内部因素。
1）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创新本质上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为了实现创新，企业不仅需要搜寻市场机会，还必须获取更丰富的知识资源[26]。跨界知识搜寻是跨越组织乃至产业边界从外部主体获取具有异质性知识的行为[27]。在数字化背景下，复杂外部环境的表现之一是市场主体的多样化，如用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和第三方互补者等[28]。平台通过对不同主体的知识搜寻来获得互补性知识，将现有知识资源与搜寻到的新知识进行跨界融合，从而发现颠覆性创新机会。搜寻广泛的知识资源有助于企业了解最新信息以及行业发展的潜在变化，从而增强企业监测远程技术或市场机会的能力，灵活适应不可预测的变化并扩大企业的知识库[29]。
2）协同合作。平台型企业具有典型的模块化特征，异质性创新主体基于基础架构，围绕功能模块形成创新组织网络，因此从组织角度看，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技术创新高度依赖组织内外参与者的紧密合作[18]，各模块组织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互动掌握市场需求，参与到颠覆性创新之中[30]。平台型企业的模块化设计既约束了产品的无序发展，同时也为模块的自由竞争提供了共享平台，因此，与外部互补性资源提供者进行协同合作对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至关重要。协同合作包括合作广度和合作深度两个方面：合作广度强调通过建立更广泛的合作伙伴网络，提高对外部互补资源的可获取性，促进跨界知识的交流；合作深度是指通过与合作伙伴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深入了解各自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共同研发新产品或商业模式，提升企业在跨界颠覆性创新中的综合竞争力[12]。
3）数字化程度。平台型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业务流程效率，推动商业模式变革，实现运营自动化、管理网络化、决策智能化，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31]。数字化可以帮助平台型企业实时监测市场动态，提高市场洞察力，在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32]。较高的数字化程度使得平台型企业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发现各个领域之间的融合点，从而实现跨界颠覆性创新，创造新的商业价值。因此，从理论上看，较高的数字化程度对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2）外部因素。鉴于平台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重要力量，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其发展。平台型企业进行跨界颠覆性创新通常需要更大的资源投入，也面临更高的市场风险，而政府的支持可以发挥对社会资本的凝聚和引导作用[33]。在市场失灵和创新低效的情况下，政府补助可以弥补市场失灵[34]，促进颠覆性创新，从而加速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此外，政府还可以为平台型企业提供行业标准和规范以及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在跨界颠覆性创新中选择正确的方向和路径，降低经济负担和风险[35]，促进企业更好地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活动。因此，从理论上看，政府补助有助于加速平台型企业进行跨界颠覆性创新。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研究构建了影响平台型企业开展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因素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因素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fsQCA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适用于探索多因素互动的复杂因果关系。与传统的统计方法相比，fsQCA不要求线性关系或统计显著性，对于非线性关系和小样本研究更加适用，与本研究对象契合。鉴于此，本研究采用fsQCA检验哪些因素是产生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必要条件，分析不同条件组合影响跨界颠覆性创新的路径，以此揭示平台型企业开展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内在机制。
2.2 样本选择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产品平台，而非交易平台，这类平台型企业一般拥有大规模用户资源、高度的模块化设计和跨市场网络效应，具有数字化能力、协作能力、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等多种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别于不进行技术开发、单纯以应用为目的的公共服务平台，本研究从技术管理视角将平台型企业界定义为基于信息技术（如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构建公共技术架构或模块系统，通过连接不同参与者（如消费者、生产者、服务提供者、供应商等）以及整合各种资源（如人力、物资、资本、技术等），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多方参与、互惠共生的商业模式。它们通常具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能够不断优化和更新产品及服务，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此外，它们还能够通过开放平台和生态系统建设，吸引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开发者，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和生态效应。这些能力和特点使得平台型企业成为新经济时代的领跑者，引领着产业变革和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基于上述定义，本研究采取如下方法选择样本企业。
[bookmark: _Hlk134717802]首先，在东方财富网与同花顺网站上筛选具有平台型企业标签的上市公司，其产品涉及智能家居、智能终端、移动智能手机、电视、穿戴设备、操作系统等，记录其企业代码，初步确定65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其次，在国泰安数据库、智慧芽（PatSnap）专利库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收集初选企业2017－2021年的相关数据。再次，整合所需全部数据后，剔除严重缺失专利数据和其他统计指标以及年报数量不足的企业，最终保留32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样本数量不多，但是基本满足了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对于样本数量的要求。样本企业主要涉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体包括中兴通讯、TCL集团、美的集团、长安汽车、海尔、比亚迪等（各企业名称均使用其简称，下同）。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企业分布领域与编码
	领域
	企业代码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深康佳、中兴通讯、风华高科、冠捷科技、四川九洲、创维数字、沃尔核材、大华股份、歌尔股份、光迅科技、新北洋、海康威视、立讯精密、海能达、视源股份、大富科技、东土科技、四川长虹、中科曙光、烽火通信、士兰微、生益科技、TCL集团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美的、海尔

	汽车制造业
	长安汽车、比亚迪、上汽、长城汽车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美亚柏科、东软集团、科大讯飞



2.3  数据收集
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真实性，以样本企业公开信息、年度报告、智慧芽专利库以及国泰安数据库专利信息作为原始数据，采用Python编程爬取上述原始数据中的关键信息，并结合Excel进行数据处理。
2.4  变量测量
（1）结果变量。有关颠覆性创新的测度，学术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以往的研究，如曲小瑜[36]、Hvide等[37]，大多通过企业专利数量、专利被引用数量来测度某项技术的颠覆性程度。苏敬勤等[38]通过对比智能手机与传统手机的专利数量及其被引量和被引用率等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提出技术专利数量反映出某项技术在市场上的商业化程度，而专利被引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技术的颠覆性。诸竹君等[39]运用企业申请专利数量的对数值测度专利数量，采用专利申请后年均被引次数来测度专利质量。栾春娟等[40]使用专利申请数量、专利被引用数量以及技术新颖性作为技术颠覆潜力的测度指标。就跨界创新而言，专利的分类情况也成为了测度跨界的主要依据。国际专利分类（IPC）号是国际通用的专利文献分类与检索工具，分类号前3位代表专利技术的行业类别，若企业申请专利的分类号中具有两个及以上的类别且前3位不同，那么视为此项专利技术跨越了行业边界。王雪原等[5]通过企业整体专利的IPC分类情况来测度组织跨界特征，以IPC分类号大类包括两个及以上的专利数量来衡量研究对象的跨界创新水平。曹兴等[41]也通过提取专利IPC分类号等专利信息，分析虚拟现实（VR）技术知识网络类别。因此，借鉴王雪原等[5]、诸竹君等[39]、栾春娟等[40]的研究，从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两个维度刻画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在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方面，将5年内企业申请的跨越两个及以上IPC分类号的发明专利数量加1取对数作为测量指标。在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方面，跨界专利被引用次数越多说明该专利质量越高，将跨界专利5年内被引用次数之和加1取对数作为测量指标。此外，考虑到专利的颠覆性特征，所有专利只考虑发明专利。
[bookmark: _Hlk134709271]（2）前因变量。跨界知识搜寻能力的测量参考王雪原等[5]、周勇等[42]相关研究的测度方式，采用PatSnap专利库中企业申请发明某专利的引用专利IPC大类号（即IPC号前三位）与该专利IPC大类号不同的专利数量作为企业跨界知识搜寻能力的测量指标，即进行跨界引用的专利数量加1取对数。协同合作能力的测量参考马晓飞等[43]、刘斐然等[44]相关研究的测度方式，采用合作广度与合作深度及其二级指标来测度。其中，合作广度以与某企业具有专利合作关系的不同组织数量作为测量指标。测度过程如下：在筛选PatSnap专利库中企业申请某专利的专利申请人数量大于等于2人的专利，同时合作对象剔除该上市公司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后，对组织数量进行加1取对数来衡量合作广度，数值越大表示与企业合作的组织数越多，企业掌握的知识源越广泛；合作深度的衡量则是在合作广度的基础上记录与每个合作对象的合作专利数量，用合作专利数量与合作广度之比来衡量合作深度，数值越大表明与合作伙伴的知识交流活动越频繁。数字化程度的测量参考吴非等[45]的研究，利用Python技术对样本企业公开年报中与数字化相关的内容进行爬取，以所有数字化相关词频的数量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测量标准，在获取所有涉及数字化关键词的词频后对词频总数进行加1取对数来衡量数字化程度，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的数字化程度越高。通过对样本企业年报中的关键词信息进行质性文本分析，可以得出企业对数字化的重视程度以及企业本身数字化情况。政府补助强度的测量则参考周珊珊等[46]、邹甘娜等[47]相关研究的测度方式。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跨界知识搜寻能力
	6.151
	1.336
	8.841
	4.043

	合作广度
	2.174
	0.773
	3.829
	0.693

	合作深度
	3.945
	2.711
	13.750
	1.000

	数字化程度
	7.221
	1.833
	10.474
	4.087

	政府补助强度
	0.015
	0.014
	0.073
	0.003

	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
	5.000
	1.404
	7.607
	2.485

	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
	5.738
	1.710
	8.096
	1.792



2.5  数据校准
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需要对路径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数据校准。通常情况下，学者们主要采用直接校准的方式。本研究参考了Ragin[48]的方法，将0.95设置为完全隶属点、0.50设置为交叉点、0. 05设置为完全不隶属点，在设置好3个锚点之后，利用fsQCA中Calibrate（x, n1,2, n3）函数对各变量数据执行校准。本研究所使用的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校准值详见表3。
表3 变量的校准值
	变量类型
	变量
	数据校准

	
	
	完全隶属点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点

	前因变量
	跨界知识搜寻能力
	8.397
	5.898
	4.284

	
	合作广度
	3.461
	2.197
	0.916

	
	合作深度
	8.943
	3.354
	1.000

	
	数字化程度
	10.090
	6.924
	4.521

	
	政府补助强度
	0.032
	0.010
	0.004

	结果变量
	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
	7.261
	5.010
	3.201

	
	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
	7.862
	6.068
	2.644



3   研究结果
3.1 必要条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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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运用fsQCA软件进行必要性分析，检验某前因变量是否一定推导出结果变量，若一致性水平高于0.9，那么认为该前因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49]。由表4可见，跨界知识搜寻能力的一致性水平高于0.9，因此其是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的必要条件。表4中跨界知识搜寻能力与高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之间的一致性水平为0.877，小于0.9，考虑到这一数值非常接近0.9，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跨界知识搜寻能力相对其他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认为跨界知识搜寻能力也是产生高跨界颠覆性质量的必要条件；除此之外，其他前因条件都不是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高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必要从组态角度找出共同影响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因素路径。

表4  样本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
	
	高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跨界知识搜寻能力
	0.941
	0.887
	
	0.877
	0.919

	～跨界知识搜寻能力
	0.357
	0.336
	
	0.385
	0.404

	合作广度
	0.766
	0.740
	
	0.758
	0.814

	～合作广度
	0.470
	0.433
	
	0.485
	0.497

	合作深度
	0.700
	0.723
	
	0.686
	0.788

	～合作深度
	0.571
	0.495
	
	0.575
	0.556

	数字化程度
	0.666
	0.614
	
	0.656
	0.673

	～数字化程度
	0.571
	0.551
	
	0.561
	0.602

	政府补助强度
	0.429
	0.420
	
	0.457
	0.497

	～政府补助强度
	0.787
	0.716
	
	0.762
	0.772


注：“~”代表逻辑非。

3.2  组态充分性分析
本研究基于fsQCA软件对样本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前因条件进行路径分析，因此需要构建2n行真值表，其中n代表前因条件的个数；然后，选取真值表中符合要求的前因条件组合，设置原始案例频数为1、一致性阈值为0.75；最后，借鉴Lee[50]的研究中降低矛盾组态的做法，将PRI一致性阈值设为0.75，即当PRI值高于0.75时，保留该组态的结果变量，当低于0.75时，手动将组态的结果变量改为0。经过fsQCA分析不同前因条件对于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以及非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路径，得到简单解、中间解和复杂解。综合简单解和中间解得出影响结果变量的前因条件，整理后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核心条件存在表示为“++”，核心条件缺失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为“+”，边缘条件缺失为“−”，条件影响不显著表示为空白。



表5  样本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的组态
	
	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的组态
	
	产生非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的组态
	
	产生非高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的组态

	
	H1
	H2
	
	H3
	H4
	
	NH1
	NH2
	NH3
	
	NH4
	NH5

	跨界知识搜寻能力
	+
	++
	
	++
	++
	
	−−
	−−
	−−
	
	−−
	−−

	合作广度
	+
	+
	
	++
	++
	
	−
	
	−
	
	
	−

	合作深度
	++
	
	
	
	+
	
	−
	
	
	
	
	

	数字化程度
	
	+
	
	
	
	
	
	−
	
	
	−
	

	政府补助强度
	−−
	−−
	
	−
	
	
	
	+
	+
	
	++
	++

	一致性
	0.912
	0.932
	
	0.935
	0.948
	
	0.955
	0.988
	0.987
	
	0.955
	0.962

	原始覆盖度
	0.476
	0.480
	
	0.565
	0.546
	
	0.621
	0.445
	0.595
	
	0.479
	0.644

	唯一覆盖度
	0.098
	0.101
	
	0.124
	0.104
	
	0.117
	0.060
	0.044
	
	0.062
	0.227

	解的一致性
	0.910
	
	0.942
	
	0.964
	
	0.959

	解的覆盖度
	0.578
	
	0.669
	
	0.772
	
	0.706



表5结果显示，引发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的组态路径各有两条，其中单条路径一致性和总体结果一致性均高于最低阈值0.75，总体结果覆盖度均大于0.5；单一路径一致性范围为0.912～0.948，单一路径覆盖度范围为0.476～0.565，都符合定性比较分析标准。企业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的组态总体覆盖度为0.578，表明其所属两条路径可以解释57.8%的样本案例；企业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的组态总体覆盖度为0.669，表明其所属两条路径可以解释66.9%的样本案例。
3.3  平台型企业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的路径分析
一是深度合作主导、跨界知识搜寻与广泛合作辅助型（组态H1）。该组态下，即以高合作深度和非高政府补助强度为核心条件、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高合作广度为边缘条件的平台型企业可以产生高数量的跨界颠覆性创新。首先，通过与合作伙伴进行深度合作，平台型企业能够共享知识、技术和资源，从而获得更多的创新驱动力，这种深度合作加强了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促进了知识的交流和共享，从而提高了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数量；广泛的跨界知识搜寻有助于平台型企业引入新的思维、技术和创新观念，而与不同领域的广泛合作可以让平台型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多样化的创新机遇，从而促进跨界颠覆性创新。其次，即使没有高强度的政府补助，平台型企业也可以通过深度合作，辅之以跨界知识搜寻以及广泛合作来实现高数量的跨界颠覆性创新，但在这种情境下，数字化程度没有较大影响。组态H1的典型案例是四川长虹，该企业在样本企业中的政府补助强度排名靠后，但合作深度、跨界知识搜寻能力与合作广度排名同时靠前。其多年来与IBM、科大讯飞等展开深度合作，并以长虹北美研发中心、硅谷及相关大学实验室为依托，深入从事人工智能（AI）研发。现阶段，长虹人工智能已在智能推荐、语义分析、智能诊断、智能预测等领域取得一定成果。通过广泛的跨界知识搜寻与合作，长虹引入了不同领域的思维、技术和创新观念，为跨界颠覆性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近年来，长虹与361°、泸州老窖、爱达乐、斑布、小伶玩具、小鹏汽车、王老吉、彩虹等品牌展开跨界合作，进一步塑造品牌的时尚与年轻化形象。
[bookmark: _Hlk138665112]二是跨界知识搜寻与数字化主导广泛合作辅助型（组态H2）。该组态下，即以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高数字化程度和非高政府补助强度为核心条件，以高合作广度为边缘条件的平台型企业可以产生高数量的跨界颠覆性创新。首先，通过广泛搜寻和引入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平台型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创新灵感，为跨界颠覆性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而数字化的发展使平台型企业通过数据分析来提升商业洞察力，快速识别创新机会，提高创新效率和能力；广泛合作的开放性和灵活性为平台型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创新空间，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从而促进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的增加。其次，非高政府补助强度作为核心条件之一也表明平台型企业在没有高强度政府补助的情况下，可以依靠跨界知识搜寻和提升数字化程度、结合广泛的合作来开展跨界颠覆性创新。组态H2的典型案例是海康威视，该企业的政府补助强度排名在样本企业中靠后，但其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数字化程度排名同时靠前。海康威视积极跨出安防边界，针对零售连锁行业提供SaaS云服务，帮助解决连锁门店视频设备在线化管理的难题，与新东方旗下的“OK智慧教育”进行跨界合作，共同打造3个AI课堂解决方案[51]，致力于解决区域教育均衡化、数字化难题。
三是跨界知识搜寻和广泛合作主导型（组态H3）。该组态即在以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高合作广度为核心条件的情况下，以非高政府补助强度作为边缘条件，可以促使平台型企业产生高质量的跨界颠覆性创新。首先，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高合作广度两个核心条件的结合使得平台型企业不仅能够及时发现和识别跨界颠覆性创新机会，而且可以通过广泛的合作来实现跨界颠覆性创新机会。其次，非高政府补助强度被视为边缘条件，这表明较高的跨界知识搜寻和合作广度可以弥补政府补助强度的不足，实现高质量的跨界颠覆性创新。组态H3的典型案例是海尔，特别是海尔智家生态品牌的建立证明了跨界合作能够促进企业更高质量的创新。例如，海尔衣联网和食联网跨越了原有产品和行业的边界，它们与物联网、服装、奢侈品洗护、食品、餐饮等行业的合作伙伴积极合作，通过整合各行业的资源和专业知识，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以满足用户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四是跨界知识搜寻和广泛合作主导深度合作辅助型（组态H4）。该组态即在以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高合作广度为核心条件、高合作深度作为边缘条件的情况下，可以推动平台型企业产生高质量的跨界颠覆性创新。高合作深度意味着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包括共享知识、资源和技术，共同承担风险和挑战，并进行深入的战略协同，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支持。组态H4的典型案例是美的集团，该集团建立了开放式创新平台（美创平台），采取跨界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等方式进行多方协同合作共赢，将用户视为合作伙伴，及时吸取用户反馈意见，使员工成为创新来源、企业成为新项目的孵化场所。其与京东、苏宁易购等渠道进行深入合作，通过线上渠道扩大在线市场份额；与阿里、华为、百度、腾讯等知名互联网企业展开合作，共同推动互联网生态服务品牌的发展，提供全屋定制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获取人才资源和最新科研成果，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最后，与大型房地产企业合作，提供面向装修需求的全屋套系化定制。
在以上4个组态中，组态H3和H4都是以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高合作广度作为核心条件，二者区别在于边缘条件的差异。其代表海尔和美的集团在样本企业中所获得的政府补助强度排名靠后，但在没有获得高强度政府补助的情况下都能够通过跨界知识搜寻结合广泛的合作汇聚不同领域和行业的知识、资源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拓展创新的边界和可能性，而且美的公司还通过与合作伙伴建立深度合作关系推动高质量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提升了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考虑到fsQCA分析具有因果非对称性，本研究也对平台型企业产生非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的路径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平台型企业在跨界知识搜寻能力、数字化程度、合作广度和深度缺乏的情况下，即使政府补助为边缘条件或核心条件存在，平台型企业产生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数量和质量都不高。
3.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fsQCA方法的分析结果对因变量的赋值方式存在一定的敏感性，故有必要对分析结果进行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参考张明等[52]的研究，将PRI一致性阈值由0.75升至0.8，其他条件保持不变，得到的组态中前因条件在不同路径的核心程度基本保持不变，组态结果与现有组态路径呈现包含关系且变动幅度略小，说明本研究的结论具有稳健性。具体结果参见表6。
表6  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前因条件
	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的组态
	
	产生高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的组态

	
	H1’
	
	H2’
	H3’

	跨界知识搜寻能力
	+
	
	++
	++

	合作广度
	+
	
	++
	++

	合作深度
	++
	
	
	+

	数字化程度
	++
	
	
	

	政府补助强度
	−−
	
	−
	

	一致性
	0.942
	
	0.935
	0.948

	原始覆盖度
	0.378
	
	0.565
	0.546

	唯一覆盖度
	0.378
	
	0.124
	0.104

	解的一致性
	0.942
	
	0.942

	解的覆盖度
	0.378
	
	0.669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32家平台型企业的年报与专利数据，从组态视角出发，研究影响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因素，揭示平台型企业开展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1）跨界知识搜寻能力是平台型企业实现高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必要条件。跨界知识搜寻有助于企业获得异质性和互补性知识，并通过跨界整合实现技术突破[21]。跨界知识搜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这一结论呼应了Gao等[28]的研究。例如，海尔公司自2013年以来，在HOPE平台的帮助下通过跨界知识搜寻开发出300个颠覆性产品[53]。（2）政府补助强度对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和质量影响较小。有关政府补助对创新的影响存在一定争议，如Zhang等[54]认为政府补助的激励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界限值，刘子諝等[25]认为也可能是倒“U”型关系，因此政府采用补助来激励平台型企业进行跨界颠覆性创新时需要考虑适度的问题。（3）高跨界知识搜寻能力和高合作广度是影响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质量的核心条件，无论是合作广度还是合作深度都可能对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而数字化程度只可能对平台型企业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数量有影响，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质量影响不大。创新合作不仅可以提升知识共享水平，也可以提升知识获取能力，扩大企业知识存储，并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55]。关于数字化对创新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对平台型枢纽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6]，数字化对研发合作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57]，但是已有成果尚未区分创新数量和质量，而本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有助于企业发现更多跨界颠覆性创新机会，但要提高跨界颠覆性创新的质量仍需要加强跨界知识搜寻能力以及企业间的广泛合作。
4.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虽然fsQCA适用于小样本的研究，但是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大量企业实践检验。其次，本研究主要针对样本的静态数据展开分析，未考虑跨界颠覆性创新在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动态变化。未来可以采用时序QCA从动态演进视角探讨跨界颠覆性创新不同阶段的演化路径，增强研究成果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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